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平台经济：
一个分析框架

□ 吴 双 王 勇

内容提要 平台经济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系统阐述了新结

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平台经济以及相应的分析框架。该框架主张在研究平台经济问题时，

以纳入数据要素的新型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强调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

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由此内生决定的最优的生产结构也不同，故不同经济体最适

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也不同。同时该框架提出“有效市场”需要与“有为政府”相协

同，重视政府在推动平台增长、促进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以及完善平台监管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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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第四次工业革命为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了“换道超车”的机会。其中，发展平台经济是发展中

经济体实现“换道超车”的关键途径。①在平台经济领域，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

更在数据要素、人力资本和市场体量方面形成了潜在比较优势。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网民群体、

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丰富的数据服务产品，集聚了海量数据要素，具有企业家精神和技术能

力的创新型人才数量众多。同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不仅拥

有最齐全的产业配套设施，还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丰富的应用场景，这些优势结合起来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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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利用2022年World Bank，United Nations和CB Insights的数据测算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培育的独角兽企业中，平台企业所占比例

为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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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前景。（林毅夫等，2021）为了将上述潜在比较优势切实转化为实在

比较优势，本文将结合中国当前发展阶段，构建一个平台经济的分析框架，为中国抓住“换道超

车”的历史机遇提供理论支撑。

已往文献大多认为平台是一种典型的双边市场，主要研究平台如何降低交易成本、促成生产

者和消费者之间交易的问题以及在交易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福利问题。（Rochet & Tirole， 2003；

Armstrong， 2006）然而在现实中，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尤其是产业互联网平台）不仅是双边市

场，更是集成了多重功能、能够同时为多边用户创造价值的演化组织，在推动产业升级方面发挥

着关键作用。然而，平台重新组织生产力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平台经济如何推动产业升级？已有

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对上述重要问题做出回答，这主要是因为各个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对

于平台经济的依赖和需求存在系统性差异，①从而导致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因此，

以发达国家为研究背景的主流文献存在着忽视了经济体发展阶段的局限性，无法充分解释发展中

国家的平台经济发展现象。在此背景下，亟需对中国平台经济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构建有助于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中国自主的平台经济理论体系。

有鉴于此，本文使用中国自主创新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新结构经济学是运用新古

典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内生变化及其对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影响的学说，倡

导在研究平台经济问题时不能从已有理论出发寻求解释，而是应该运用“一分析三归纳”的方

法，充分理解现象背后的本质。所谓“一分析”是指面对经济现象时，需要了解该现象背后的主

要决策者及其决策目标、决策者可动员的资源和面对的限制条件、可选的方案以及每个方案的相

对成本和收益，从而推导出给定条件下可供决策者执行的最适宜方案。（王勇等，2022）“三归

纳”则是指：第一，当代横向归纳法，即需要探讨不同经济体的相同现象背后的原因，探寻发展

阶段的异质性对于某一现象的不同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第二，历史纵向归纳法，即根据同一经济

体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重要现象的变化先后次序，探索现象发生的原因；第三，多现象综合归

纳法，为了尽可能地提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排除内生性影响，还应该对一个经济体同时存在的

多个现象进行综合分析，归纳出造成这些现象的共同原因，而不是孤立地分析各个同时存在的现

象。

相较于现有文献，新结构经济学在研究平台经济问题时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一个

经济体包括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以及由硬性的基础设施和软性的制度安排构成的各种复杂结构，

它们全部由该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给定的、随时间变化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由于要素禀赋结

构是动态调整的，且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出现了新的内涵，因此本文关注纳入数据要素的

新型要素禀赋结构在平台经济研究中的起点位置。其次，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该经

济体在给定时点上的最适宜的生产结构，由于不同生产结构下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均不相同，

因而不同生产结构所对应的平台需求也不相同，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自然不同。最后，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是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制度前提，（林毅夫，2017）同一经济体

在不同发展阶段或者同一时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平台经济发展所

需的最适宜的硬性基础设施和软性制度安排也存在系统性差异，因此需要政府部门结合经济体的

发展阶段、遵循比较优势，因势利导地对硬性的基础设施和软性的制度安排进行调整。

①本文利用2022年World Bank，United Nations和CB Insights的数据测算发现：在北美地区，平台企业占独角兽企业的比例约为64.0%，
而在南亚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平台企业被培育为独角兽企业的比例最高，分别达到91.4%和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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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本文系统地梳理了平台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有助于认识现实世界中以及新结构

经济学视角下的平台经济，对于如何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研究平台经济问题提供了框架性的指

导，并为更好地通过推动平台经济发展服务实体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平台经济的研究现状，并对与平台经济相关的经验事

实进行简单讨论；第三部分阐述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平台经济；第四部分剖析政府在平台经济

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平台经济如何推动“有为政府”建设；第五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

二、文献回顾

传统视角下的平台是双边或多边市场中的交易媒介，其核心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Rochet

& Tirole， 2003）在此过程中平台可以通过提高或者降低一边的价格改变交易量，或者通过减少

卖方和买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不确定性，平台的用户则可以通过与另一方用户的交互获

得价值。（Rochet & Tirole， 2006；Armstrong， 2006）然而，经过 20余年的发展，①平台经济已

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对于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拓展内需

市场以及促进不同环节、不同企业和不同行业的融通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对此，新结构经济学

主张借鉴管理学文献提出的平台生态系统概念，（马永开等，2020；杜勇等，2022）并且充分考

虑中国在当前发展阶段下以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数字中国建设主要方向的特征，②关

注平台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多边用户交易之外的要素配置、技术创新、价值共创等新功能。

传统视角下的平台本质上是消费互联网平台。由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已经跨过工业化阶段，西

方经济学者很少关注互联网平台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问题。而新结构经济学则注意到中国工业

企业利用互联网平台由“单一制造商”转向“制造+服务商”进行转型的典型事实，主张将侧重

于价值共创的产业互联网平台纳入研究范畴，（马永开等，2020）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平

台分为消费互联网平台和产业互联网平台。

不同视角下，平台经济的内涵也有所不同。作为双边市场，平台最重要的特征是网络外部

性，（傅瑜等，2014）主要体现为平台所连接的一边用户的收益会受到另一边用户规模影响而导

致的成员外部性，（Rochet & Tirole， 2006；Armstrong， 2006）以及基于用户使用平台、分享数

据等行为而产生的使用外部性。在网络外部性的作用下，平台呈现出边际成本递减的特征，直至

其成本增长无限趋于零。（Katz， 2019）而在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平台所有者为双边用户提供

增值服务能够提升双边用户匹配效率、满足买方多样化需求，并且有利于提高网络外部性的强

度，（Bhargava & Choudhary， 2004） 因此搭售 （Tying） 也被认为是平台的重要特征之一，

（Eisenmann et al.， 2006）通过产业互联网平台销售由实物产品和数据服务构成的“产品服务包”

的新模式也被认为是实体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向。

通过对平台经济的内涵进行拓展，新结构经济学在开展平台经济理论研究方面也与传统视角

的双边市场理论存在差异。归纳已有的文献可以发现，现有的双边市场理论主要聚焦平台定价问

题，（Bhargava & Choudhary， 2004；Karle et al.， 2020）讨论平台将消费者有限的注意力分配给

不同产品的方式以及平台在帮助消费者找到最偏好产品的同时，增加厂商降价激励的微观机制。

①一般认为，2003年上线的“淘宝网”是中国第一个互联网平台。

②《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将“全面提升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列
为数字中国建设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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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erstein et al.， 2018）随着平台生态系统这一概念的出现，部分文献进一步注意到平台和企业

之间的共生关系，（康俊卿等，2022）少数学者试图探讨平台与生态系统进行交互的方式以及平

台经济的发展规律，（Zhu & Iansiti， 2012；刘江鹏，2015；万兴、杨晶，2017；马永开等，

2020） 但是这些研究整体上仍然集中于微观层面，或聚焦于单一类型的平台，（Clarke et al.，

2015；杜勇等，2022）或忽视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发展阶段的差异，直接将结论一般化于所

有经济体。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目前关于平台经济的研究进展要滞后于平台经济的现实发

展，在内容上和视角上均存在局限性。整体来看，现有研究在讨论平台经济最适宜的发展模式与

政策安排时，总是假设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路径就是其他经济体应该效仿的最优模式，忽视了

不同经济体之间要素禀赋结构差距所导致的平台经济发展差异。因此，为了进一步理解平台经济

发展的内在逻辑，不同于以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或国家制度为潜在背景的现有平台经济理论，新

结构经济学主张在研究平台经济问题时应当立足于本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特征，以纳入数据要素

的新型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分析起点，讨论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并

提出市场有效应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应以市场有效为依归，（Lin， 2012）充分发挥“有

为政府”在平台经济发展中的因势利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运用“一分析三归纳” 的研究方法，对

平台经济的重要现象进行探索。

三、平台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一个分析框架

（一）逻辑起点：纳入数据要素的新型要素禀赋结构

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以要素禀赋结构为核心的研究范式。（林毅夫，2011）对于任一经济体

而言，一切复杂的结构全都内生于该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给定的、但是会随着时间变化动态调整

的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随着经济发展，要素禀赋结构发生

图1 新结构经济学分析平台经济问题的理论框架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平台经济：一个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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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生产结构也会动态演化。（Ju et al.， 2015）例如，在经济发展的早

期阶段，劳动力相对丰裕，而资本相对稀缺，因此，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以劳

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而随着经济体的不断发展，资本不断积累，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上涨，资本

的相对价格下降，要素禀赋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动态调整，即劳动力会从相对丰裕转变为相对稀

缺，而资本则从相对稀缺转变为相对丰裕，故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也相应地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

主导逐渐转变为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

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每一次经济形态的重大变革都伴随着新型生产要素的诞生。随着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采集、处理、分析的成本不断降低，并在经济活动中呈现出低边际成

本、无损耗、易复制的特征，数据成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一种新型生产要素。而在平台经济

中，平台之间的竞争主要围绕数据展开。（Peteraf，1993）数据不仅是当前互联网平台的核心资

产，（Dinerstein et al.， 2018）还是平台经济中的关键生产要素，（Katz， 2019； Dinerstein et al.，

2018）对平台经济的发展和平台效率的提高具有关键作用。因此，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以纳入了数

据要素的新型要素禀赋结构为逻辑起点展开平台经济研究。

（二）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由此内生决定的最适宜的生产结构（产业结构

和技术结构）也不同。由于不同产业使用不同的生产技术、具有不同的相对要素密集度，处于不

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在产业规模、生产组织形式等方面的特性都是不同的，其对于增长路径的选

择存在系统性差异，对于平台功能和效率的需求也会不同，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也就不

同。因此，在分析平台经济的问题时，新结构经济学主张首先要对经济体的发展阶段有所认识，

给定一个经济体以及该经济体在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指的是在

所有可能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中，能够以最小的“扭曲”实现最快速的增长，并且能够最有效地

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和运行的模式。如果平台经济的发展模式偏离经济体中产业对于平台经济的

需求，那么发展中经济体就无法利用平台经济进行“换道超车”。

从本质看，数据要素是一种信息资产，（Jones & Tonetti， 2020； Farboodi et al.， 2019）由

于不同产业、不同价值环节对于信息效率和信息安全的需求不同，数据要素具有结构性特征。为

了能够在相同的理论框架内分析不同环节、不同产业的要素禀赋结构，新结构经济学倡导利用

“五大类产业”分析平台经济问题。根据一个产业和世界前沿的差距、符合比较优势的程度以及

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周期等标准，可以将产业分为五种类型：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转进型

产业、“换道超车”型产业和战略型产业。其中，平台经济是典型的“换道超车”型产业，而其

他四类产业则可以通过与平台经济进行融合而实现转型升级。不同类型的产业对于平台经济的需

求具有异质性，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也会不同。例如，汽车制造业是标准的追赶型产业，

但是与平台经济结合发展车联网却可以为中国汽车制造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带来机遇。又比如，

领先型的家电制造业则可以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提升自身在价值链中的位置，针对用户需求开展

个性化大规模定制，从而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因此，如何利用平台经济缩短追赶型产业的创新周

期、保持领先型产业的长期优势、提升转进型产业的竞争力、培育战略型产业的自生能力，是新

结构经济学在研究平台经济时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平台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在经济体的不同发

展阶段，由于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内生决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不同，平台经济对于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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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和作用路径也会不同。在某一发展阶段，平台经济是否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取决于平

台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否与同一发展阶段实体经济的生产结构相符，因此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

式并非一成不变。平台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数据要素的不断积累，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要素密

集度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因此要素禀赋结构也会动态调整，并改变不同产业的生产成本，推动产

业结构和生产技术发生变化。（Ju et al.， 2015）如果对同一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纵向对

比，还可以发现，随着一个经济体的不断发展以及生产要素的不断积累，当要素禀赋结构调整到

一定水平时，还会进一步出现产业升级甚至诞生新的产业，（王勇、沈仲恺，2018）五大类产业

的属性也可能出现转化，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也会变化。因此，新结构经济学不仅从横向

角度关注不同经济体各自最适宜的平台发展模式，还从纵向角度关注同一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

中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相应的系统性差异。

四、政府在平台经济发展中的角色

（一）“有为政府”

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生产要素不断积累和迭代的过程。随着数据成为一种现实的生产要

素，要素禀赋结构出现了新的内涵，经济体最适宜的生产结构很可能会偏离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

定的情况，此时如果不对硬性基础设施和软性制度安排进行相应调整、持续识别和解决制约需求

增长的问题，则平台经济就无法顺应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而实现进一步增长。因此，

当平台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各种“落后”和“扭曲”时，就需要政府部门结合经济体的发展阶

段，通过调整硬性基础设施和软性制度安排，遵循比较优势，因势利导地支持平台经济发展，进

而才能够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生产结构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迁

而变化。

在“有效市场”中，要素的相对价格能正确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进而使得企业能够根据

价格信号进行正确的生产决策。然而，由于外部性和交易成本的存在，平台市场可能会出现价格

机制失灵的问题。造成交易成本过高的原因包括公共基础设施不足、制度环境恶劣等，因此企业

无法独立解决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并且这一问题在私人提供公共基础设施成本较高且制度环境

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例如，平台建设（尤其是产业互联网平台的建设）往往需要支付

高昂的固定成本，即使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平台运营的边际成本可能无限趋近于零，（Katz，

2019）企业也可能由于进入平台市场的总成本过高而选择退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

主张私营部门在提供基础设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出现基础设

施瓶颈。（Lin，2013）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提高平台经济的运行效率不仅依赖于市场主体，

还依赖于“有为政府”的推动和治理。（林毅夫，2017）“有为政府”可以降低交易成本，（Don‐

aldson， 2018； Banerjee et al.， 2020）为实体经济与平台经济深度融合扫清障碍。

“有为政府”在纠正平台市场失灵、促进平台经济发展中具有关键作用。（马述忠、房超，

2021）已有研究往往将经济体中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作为外生给定的参数，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关

注内生的基础设施，主张给定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后，平台经济在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中

的作用强度由各种硬性基础设施和软性制度安排决定。而一个经济体的硬性基础设施和软性制度

安排都是内生的。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由此内生出来的生产结构不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平台经济：一个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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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不同产业所面临的交易成本不同，与之相适应的硬性的基础设施和软性的制度安排也会有所

差异。例如，战略型产业和转进型产业对于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性的要求有明显差异，领先型产业

和追赶型产业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制度安排也有所不同。这就意味着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中

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因此，平台经济中的“有为政府”需要根据不同产业发展过程中

的不同约束，制定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特别是在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过程中，需要

针对不同实体经济产业的特性提供相应的措施，（田鸽、张勋，2022）引导产业结构转型有序推

进。

若政府能实施符合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平台发展战略，同时不断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推动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 会进一步提高本土产业的竞争力，获取更多的经济剩余，要素禀赋结构变迁的速度

也会加快。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发展中经济体在发展平台经济时，违背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

定的比较优势，盲目实施赶超战略，会导致平台市场“扭曲”和平台运行效率的下降。这是因为

在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下，要素价格体系不能充分反映要素禀赋之间的相对稀缺性，从而也

不能反映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生产结构对于平台经济的真实需求，平台经济无法以最适宜

的发展模式提供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平台市场会出现“扭曲”，导致相关企业也缺

乏自生能力，所以政府部门必须以各种行政手段来补贴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而不能精准配置硬

性的基础设施和软性的制度安排，进而导致平台经济运行效率低下。

（二）平台监管

新结构经济学主张的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是指给定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

构，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平台经济，这以充分竞争的平台市场为制度前

提。因此，当平台市场出现垄断时，要素的相对价格无法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平台经济在发

展过程中将出现“扭曲”。由于网络外部性在提升平台匹配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平台垄断势

力的出现，（Kirpalani & Philippon， 2020；苏治等，2018）因此为了遏制平台垄断趋势、规避可

能出现的“扭曲”和其他风险、降低数据确权不清晰导致的消费者隐私受到侵害等社会福利损

失，从 2020年开始，我国平台市场开始进入整顿监管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依法依规加强互联网平台经济监管，

明确平台企业定位和监管规则，完善垄断认定法律规范，打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202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门发布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

断指南》，平台监管的力度进一步加强。

大量文献研究了平台经济中的的垄断现象（Evans， 2003；傅瑜等，2014）和消费者隐私问

题（Jones & Tonetti， 2020），并提出了政府治理和平台监管的相关建议。然而，从新结构经济学

的角度来看，不能高估政府在矫正平台市场失灵时的作用。同时，政府对于平台经济的不当干预

也对平台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限制，造成了生产要素不能以最优规模投入使用的问题，进而导致

平台市场的无效率和“扭曲”。针对平台监管问题，新结构经济学主张首先需要确定给定经济体

的发展阶段、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最优生产结构以及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在此基础

上，找到现行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与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不一致的原因，确定差异化的监

管政策和制度安排。

平台监管是政府介入平台经济发展、提升平台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要方式，需要与平台经济发

展模式的特性相适应。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在对平台监管的过程中也应遵循比较优势，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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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平台经济本身的特性、不同的产业特性、平台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

的特性，设计良好的交易机制与产业政策平衡福利目标，因势利导地解决外部性和协调问题，实

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之间的协同，切勿以“一刀切”的监管制度安排或者激进处理方

式对平台市场造成过度干预。

（三）政府效率

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和数据要素的积累，要素禀赋结构的变迁不仅会影响产业政策的实施，

（徐朝阳、林毅夫，2010） 还会反作用于政府部门的运行效率。（谭松涛等，2016；王勇等，

2022）一方面，平台经济能够帮助政府部门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时效性，从政府公共政策、政务

服务市场、政务公共数据、政府应急管理等多个方面促进政府效率提升，从而有助于政府更加准

确地把握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建立能够缓解资源配置扭曲问题、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

另一方面，政府的治理能力往往内生决定于给定发展阶段时特定的、但会随着不同发展阶段动态

调整的要素禀赋结构。在平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数据要素不断积累，此时即使采用了最适宜的

平台经济发展模式，平台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效率还会受到动态调整的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

因此，如何利用平台经济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推动“不作为政府”向“有为政府”转变，进而促

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是新结构经济学在平台经济领域重要的研究方向。

五、结 语

本文首次系统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平台经济，并提出了相应的分析框架。具体而

言，在对平台经济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时，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有三个特点：第一，主张以纳入数

据要素的新型要素禀赋结构为分析起点。数据是平台经济中的关键生产要素，将数据要素纳入要

素禀赋结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至今的必然结果。而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一切复杂的结构全

都内生于该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给定的、但是会随着时间变化动态调整的要素禀赋结构。第二，

强调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内生决定于经济体的新型要素禀赋结构。由于同一时点上的不同

经济体或者同一经济体在不同时点上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的生产结构

不同，实体经济对于平台经济的依赖和需求存在系统性差异，对应的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

也会不同。第三，关注平台经济和“有为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有为政府”可以通

过动态调整与新型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的硬性基础设施和软性制度安排，因势利导地支持平台经

济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应用平台经济，政府部门能够更加有效地缓解资源配置扭曲问题，实现

从“不作为政府”向“有为政府”的转变。

基于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未来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可以在以下两个方向施力：一个方向是

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为研究起点，填补现有平台经济文献中的空白领域。例如，现有文献中

关于产业互联网平台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较少，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可以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给定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追赶型产业和转进型产业如何通过平台化转型实现“换道超车”？对

于领先型产业而言，进行平台化转型会放大还是会违背比较优势？战略型产业应该如何与平台经

济融合，从而加快国产替代？又如，现有文献缺乏对于不同经济体、不同发展模式的平台经济的

比较分析，但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可以通过构建多国、多部门的理论模型，分析不同

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最适宜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另一个方向是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独特的分析框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平台经济：一个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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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进行方法上和视角上的补充。例如对已有平台经济理论进行多要素、多

部门的拓展，将要素禀赋结构嵌入经典的微观模型等。特别地，近年来中国关于平台经济的政策

逐步收紧，但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或许可以进一步提出能够平衡平台增长和平台监管

的最适宜制度安排。总而言之，希望本文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深化学界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解，为

相关学者研究平台经济问题提供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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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latform economy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attracts academic circles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proposes an analytic framework on the platform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We argue that the factor endowment struc‐

ture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analysi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optimal produc‐

tion structure determined by the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is different，so that the appropriate develop‐

ment mode of plat economy is also different. Finally，effective markets need to be coordinated with pro‐

active governments. Government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facilitating platform growth，promoting the in‐

tegration of platform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and improving platform regulation.

Key words：platform economy；new structural economics；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data facto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Market Efficiency and Allocation of Credit Resourc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Zhang P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Xi’An Shiyou University，Xi’An 710000）

Abstract：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under the premise of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credit resources. This article aims to incorporate implicit government guar‐

antees in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rporate debt financing，and analyze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market effectiveness on credit resource allo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

al economics. Theoret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is a dynamic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When the market is not efficient enough，government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redit resource allocation；When the market is sufficiently efficient，the allo‐

cation of credit resources should be led by the market. Empir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mplicit gov‐

ernment guarantees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cost of corporate debt financing，and market efficiency

plays a positive regulatory role in this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implicit government guarantees can al‐

s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redit resource alloc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em‐

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ynergy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in 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Key words：implicit government guarantee；debt financing cost；credit allocation efficiency；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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